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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立以民生福祉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制度
刘 晔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民生导向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根本特征。当前，我国需要加快建立以民生福祉为中心
的现代财政制度。这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新时代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保障，还是促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与支柱，更是实现新时代
“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由此，既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民生支出总量，也要更加注重财政
制度建设、优化财政民生支出结构和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效率。具体而言，应以服务民生为中心，加
快财政三大制度建设，即理顺中共和地方财政关系、加快预算制度改革以及健全税收制度;通过进
一步深化党政机构改革，有效控制并缩减财政管理支出比重，为财政民生支出比重提高创造条件;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财政民生支出结构;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来切实提高财政民生支
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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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的庄严承诺(习近平，2014:3) ，并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①在这一发展思想指导
下，我国各项民生和社会事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显著增强。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充
分肯定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五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又清醒深刻地指出面临的困难与
挑战，其中包括“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
题”。在现代社会，这些民生领域大多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并由政府及其财政承担主体责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设
现代财政制度”这一财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著
名论断(习近平，2014:80)。党的十九大报告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习近平，2017a:34) ，反映了财政改革的紧迫性及其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但对“什么是现代
财政制度”“要建立什么样的现代财政制度”“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现代财政制度”以及“怎样建立
这样的现代财政制度”等更具体的问题，作为总揽全局纲领性文件的十九大报告并没有予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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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笔者认为，这些正是需要由我国财政学界理论工作者结合十九大报告的总体精神予以解读
和阐释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现代社会更是民生福祉的保障和主要依托。基
于十九大报告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划时代判断及“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
本目的”的总体要求，本文认为，当前需要加快建立以民生福祉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制度。
一、民生导向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根本特征
(一)现代财政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以来，对于“什么是现代财政制度”，我国学者
从不同方面归结出一些特征。如王桦宇(2014)认为，现代财政制度是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的财政
制度。杨志勇(2014)认为，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现代财政制度是民主财政和法治财政的统
一体。马骁和周克清(2014)认为，现代财政制度必须服务于现代社会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
关系的重新定位。上述这些研究，都从特定角度刻画了现代财政制度的特征。但从历史的角度看，
政府与市场及社会间关系问题的探讨只出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而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财政制度
也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才出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基
本原理，笔者认为，现代财政制度是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制度。所谓现代市场经济，
指的是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相区别的，政府对市场运行起更大宏观调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
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其现代财政制度最初出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政府财政进行较大力度的收
入再分配和健全社会福利为肇始。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2017a:21)。因此，我国要建立的也是更大程度上发挥政府作用的现
代市场经济体制，只是我国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自身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
张馨(1999)曾提出，不同经济体制对应着不同财政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是公共财政
制度，也只有公共财政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观点在国内学界得到普遍接受。在笔者看
来，如果说市场经济下存在的是公共财政制度，那么当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存在的
则是以民生为导向的现代财政制度。可以认为，现代财政制度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公共财政，其主要
特征就是以民生为导向(魏立萍、刘晔，2008)。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
制度的建立和日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与民生福利间才前所未有地建立起深度联系。一个普通百
姓从摇篮到坟墓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各项公共服务。
(二)新时代中国最主要的民生问题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生活水准，不同时代就有不同时代特定的民生问题(刘晔，2014) ，需要
从历史和时代特征出发才能更好地把握我国新时代的民生重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并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由此民生重点在不
同时期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处于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百姓生活必需品还
处在凭票供应的短缺状态中，因此当时民生问题主要是衣食温饱问题。在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时，我国人均 GDP为 2334 元人民币，大多数人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当
时大多数人民的民生问题主要是生活条件的改善问题，如彩电、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的普及问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近五年来“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习近平，2017a:5) ，
即对百分九十六的国人而言，目前其民生问题已不是衣食温饱问题。而从家用电器普及率来看，截
至 2016 年我国每百户拥有彩电 120． 8 台、冰箱 93． 5 台、洗衣机 89． 9 台、空调 90． 9 台、移动电话
235． 4 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7) ，可见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其民生问题也不是生活
条件的改善问题。在经济学语境中，衣食温饱、家用电器都属于私人物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
过培育市场机制、发挥市场效率进而提高人民收入，目前除了极少数贫困人口外，绝大多数国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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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私人物品的需求已通过市场购买得以满足，因此这些已都不构成新时代的主要民生问题。
在新时代，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总体上已经实现小康并迈向全面小康社
会，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广泛，民生问题则主要体现为对教育、医疗、就业、社保、保障房等领域的
更高层次的需求。由此，十九大报告指出“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
题”，同时“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习近平，2017a:9-11)。这些领域大部分属于公共
服务领域，是市场难以有效提供而更多需要发挥政府财政职能的领域。
(三)新时代中国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上述分析业已明确我国新时代的主要民生内涵即在于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治安环境等领域，
这些民生服务为何应构成政府财政职能的重点则需进一步分析。长期以来，经济学语境中都是采
用“市场失效”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即这些民生服务都具有公共物品或外部性或规模经济等特
征，从而市场难以有效配置资源。但严格来说，“市场失效”难以构成公共财政逻辑起点(刘晔、谢
贞发，2008)。以义务教育为例，其市场失效形式为正外部性，效率只要求政府提供边际私人收益
与边际社会收益间差额的补贴，但是这无法解释政府为何对所有适龄儿童免费实施义务教育。而
公共管理学则立足于“公民权利”和“政府义务”角度来看待政府的财政职能(吴爱明，2012:208-
209) ，即某项服务(如接受教育)是公民基本权利和公共需求，则政府负有为全体公民提供这一基
本公共服务的义务。从公民权利和公共需求出发，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安全类公
共服务，即保障公民基本安全需求的如国防、治安、司法等;二是经济类公共服务，即为公民生产生
活需求提供条件的如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三是社会类公共服务，即为保障公民各项发展权
利的包括教育、卫生、就业、养老、社保等。
由于人的需求具有层次性，人民先满足生存权再满足发展权，因此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也具有
相应的时代特征。新中国在建国初期，面对百年屈辱的苦难历史，以国防为核心的安全类公共服务
成为最急迫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通过“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方式在一穷
二白基础上成功开发和拥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和洲际导弹，基本上满足了国防安全需求。历史进
入改革开放后，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迫切需要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背景下，作
为招商引资、生产生活基础条件的经济类公共服务(即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成为最急迫最基本的
公共服务。改革初期财政通过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其后则更多通过市场化融资方式，使得中国目前
已经拥有世界先进的基础设施，其中一些中国独特的制度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张军等，2007)。而
在进入新时代以后，保障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权利(如受教育权、健康权、工作权等)成为新时代
主题，因此，教育、卫生、就业、养老、社保等社会类民生服务成为了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2012 年，我国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首次界定了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一般包
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保障住房、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
共服务”，由此构成政府及其财政职能重点。
二、为什么要加快建立以民生福祉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制度
以民生为导向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教育医疗、就
业社保等既是新时代中国最主要的民生问题，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政府需要提供的最基本公共服
务。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在黑龙江调研时指出，“财政等公共资金配置使用要向民生领域倾斜
……针对群众最关切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脱贫等问题发力”(习近平，2017b:363)。十
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习近平，2017a:29)、“发展是
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习近平，2017a:21) ，而“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习近平，2017a:23)。从十九大报告这些总体精神出发，本文认为，当前需要加快建立以民生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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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以民生福祉为中心，并由此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的现代财政制度。这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一)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现实要求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2017a:11)这是对我国发展新的
历史方位的准确定位和科学判断。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最大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确实进入了新时代并使得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多数主要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首
位，主要矛盾确实已经不能归结为原有的“落后生产力”。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即民生内涵具有时代特征，除极少数贫困人口还有尚未满足的衣食温饱和
家用电器等私人物品的民生需求外，对绝大多数国人而言，民生问题则主要体现为对教育、医疗、就
业、社保、文体等领域的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些都构成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
要内容。如前所述，上述这些民生领域都具有公共服务和公共需求的性质，是市场做不好而人民又
迫切需要的领域，因此构成政府及其财政的重要职能。进一步看，这些民生难题的存在既与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尚不充分从而政府财力有限有关，更与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
人和自然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有关，而这些不平衡又与财政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有密切关系。
因此，我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应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要求，直面时代之问，抓重点、补短
板，通过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着力破解民生难题。
(二)贯彻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保障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习近平，2017a:19)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治国理念，需具体落实到政府施政措施
特别是各项财政支出安排上。加快构建以民生福祉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制度，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这是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即“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根本保障。由此，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需要从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最密切的民
生领域入手，以增进民生福祉为中心，从而彰显新时代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十九大报告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习近平，
2017a:45)从现阶段看，大部分普通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上学、看病、就业、社
保、文体、治安和环境等。因此，在现代财政制度构建过程中着力保障和改善这些方面的民生需求，
实际上就是在保障人民的健康权、安全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发展权利，由此能在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过程中体现“发展为了人民”的发展理念。保障和改善这些方面的民生需求，实际上就是在
保障和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为人始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此能在保障和提高
人的价值过程中彰显“发展依靠人民”的价值理念。保障和改善这些方面的民生需求，实际上就是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因为不论教育医疗、就业社保还是治安环境，都是覆盖全体
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并具有较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由此能在促进公平正义过程中实现“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三)促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与支柱
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2017a:19)在新时代，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一个复杂系统
工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决议所提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习近平，2014:80) ，现代财政制度既是经济体
制又是政治体制，也是社会体制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刘晔，2013) ，又对作为公共物品的公共文化和
生态治理承担主体责任，因此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起着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
加快建立以民生福祉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推进教育医疗、就业社保、文化治安、生态环境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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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均等化、法治化和现代化建设，其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可以进一步实现政府职能合
理归位，从而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可以从老百姓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环节入手，促进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从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第三，可以从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入手，促进政府和社会的分工合作和共同治理，从而加快社会体制
改革;第四，可以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力推进文化事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加
快建立以民生福祉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制度将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先
进文化和生态文明，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实现新时代“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
十九大报告提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习近平，2017a:29) ，由此明确了从现在开始到
21 世纪中叶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勾勒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但正如十九大报
告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习近平，2017a:15) ，从
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一路线图在前进过程中首先要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挑战。世界银行
基于全球范围内经验观察(Gill and Khars，2007) ，发现许多国家常常能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但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功跻身为高收入国家，从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按最新公报，
2017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约 9400 美元，仍属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与世界银行最新的人均 12 736 美
元高收入国家标准仍有一定距离。
从世界范围内看，“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普遍性的成因有两个:一是技术创新缺乏，产业升级不
力(姚树洁、韩川，2015) ，在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经济增长缺乏新动能;二是收入两极分
化、贫富差距大(郑秉文，2011) ，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作用下总需求不足，由此经济增长难以
持续。就我国情况看，2017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 1． 75 万亿，居世界第二，其中企业投入占 78． 5%，
同时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已居世界首位。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我国在大科技上还有
举国体制的优势，如十九报告所言“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
世”(习近平，2017a:3)。因此，更应该重视第二个问题即收入分配问题。据统计局官方公布数据，
我国 2016 年基尼系数为 0． 465，仍高于 0． 4 的国际警戒线。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基本
养老和就业服务等民生类公共服务都具有覆盖和惠及全体人民的收入再分配性质。因此，加快建
立以民生福祉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制度，进一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进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
三、如何加快建立以民生福祉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制度
从近年财政经济运行情况看，我国确实出现了社会资源开始向民生领域倾斜的趋势，这主要是
以下三方面叠加的结果。首先，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每年增量可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7》
数据计算，2007—2016 年，我国 GDP年均增速为 8． 3%，按目前中国经济体量，一年 GDP 增量约相
当于世界排名二十位左右国家的 GDP。其次，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财政占 GDP 比重上升。仅
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看，其占 GDP比重由 2007 年 18． 7%上升到 2016 年 25． 3%，政府财力的增
强为资源向民生领域倾斜提供了条件。再次，在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比重有很大上升。在此仅选
择与民生关系最密切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保障住房来看，这四项支出总额由 2007
年的 14 596 亿元上升到 2016 年的 69 599 亿元，其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比重由 29． 3%上升到
37． 1%。在此背景下，要加快建立以民生福祉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制度，除了进一步增加财政民生支
出总量以外，也要更加注重财政制度建设、优化财政民生支出结构和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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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服务于民生福祉为中心，加快财政三大制度建设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
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
系。”(习近平，2017a:34)这为新时代我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和具体财税改革描绘了基本蓝图。当
前应以“服务于民生福祉”为中心，加快以下这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第一，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我国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较为突出，这既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从而地方
财力不均衡有关，更与中央与地方间事权与财权、财力与责任不清晰不对称有密切关系。因此需要
从明确划分中央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入手来实现“权责清晰”，进而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来实现中央
和地方间“财力协调”和地区间“区域均衡”，由此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第二，预算制度。
建立以“民生福祉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制度，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迫切需
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体系。由此，应加快预算制度改革，通过“建立全面规范透明、
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来保证各项民生支出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此外，财政民生支
出的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惠及全民改善民生的效果，根本上还取决于各项民生支出的绩效，因
此需要“全面实施绩效管理”，通过健全绩效预算管理来实现增进民生福祉。第三，税收制度。由
于受益范围的原因，我国各项民生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构成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而地方
税则是地方政府最直接的可支配财力，也是保障地方各项民生支出增长的最可靠的财力基础。而
随着我国“全面营改增”的实施，地方政府缺乏主体税种，在提供地方性公共服务上力不从心。因
此，需要在“深化税制改革”中“健全地方税体系”。
(二)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财政民生支出总量
虽然我国近年来财政民生支出有了很大增长，初步显现出财政民生化的特征，但不论和国际水
平相比，还是同民生需求相比，都还存在很大差距。从国际比较看，仅选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三项
民生财政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看，2015 年美国为 61． 2%，OECD国家平均为 63． 9%①，而我国 2016 年
为 33． 5%。再从民生需求看，以我国当前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为例，目前大多数省份实行每人每
月 55 元的基础养老金标准，这与现实养老需求相比显然有很大差距。因此，进一步加大财政民生
支出总量，大力提升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仍是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重点。
要提高民生支出比重，势必要求相应压缩其他项目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支出结构可以笼统
分为三类:一是维持性支出，即维持国家政权运转所需要的支出，具体包括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
等;二是民生性支出，即直接花在百姓身上的支出，包括教育、卫生、社保、文化等;三是建设性支出，
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水电、农业等。从这三类支出看，2016 年我国建设性支出(包括交
通运输支出和农林水支出两项)占财政支出比重为 15． 5%②，而同期 OECD国家建设性支出(经济
事务支出)平均占比 9． 3%③。因此建议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市场化融资改革，进一步降低财政建设
性支出比重。而从维持性支出来看，需要进一步压缩的重点应是行政管理支出，我国行政管理支出
占财政支出比重已由 2011 年 21． 9%降至 2016 年的 14． 01%④，但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仍属偏高水
平，同期 OECD国家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集中在 6%—10%之间。建议进一步通
过深化党政机构改革，有效控制并缩减行政管理支出比重，为财政民生支出比重提高创造条件。
(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财政民生支出结构
与增加财政民生支出总量相比，应更加重视财政民生支出结构的优化。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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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OECD:《Government at a Glance 2017》第 77 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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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习近平，2017a:11)可见，“不平衡”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从我国财政民生支出来看，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仅以义务教育城乡结构为例，2014 年城
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比为 54∶46，但在当年我国中等教育支出中，城市约为农村的 5． 75 倍;而在当年
我国初等教育支出中，城市约为农村 1． 63 倍，因此公共服务城市偏向的不均等问题较为严重。而
从义务教育区域结构来看，2014 年地方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北京是贵州的5． 42
倍，2014 年地方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北京是河南的 5． 25 倍。① 而如从市县级层
面来看，公共服务不均等状况还要大得多，而这根本上与各地区财力不均衡有关。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习近平，
2017a:34) ，其中“权责清晰”是前提。因此，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应进一步合理和明
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做到“权责清晰”且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其次，根据财力
与事权相匹配原则，建立政府间合理的税收分配关系。由此，先实现各级政府间“财力协调”，让地
方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能够拥有稳定且相对充足的财力。最后，要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
性转移支付比重，实现地区间、城乡间财力的“区域均衡”，在优化区域间、城乡间民生支出结构基
础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四)以体制与机制创新为抓手，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效率
十九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在民生财政支出增长与民生福祉增进之
间还存在一个财政民生支出效率问题。“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
切实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效率。目前可以考虑的主要有:第一，创新财政民生支出方式，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公共服务建设。财政在民生方面的直接支出主要“应集中在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习
近平，2017b:374) ，而对其他民生需求可以创新财政支出方式，如通过财政补贴、贴息和税式支出
方式来培育社会组织、吸收社会资本参与民生类公共服务供给，由此可以使少量财政支出带动大量
社会资本，从而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效率。第二，创新财政民生支出模式，深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
革。即使对基础性民生服务，也可以更多采取政府购买服务而不是政府直接提供的模式。传统的
“政府直接提供、直接管理”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存在效率不高、质量不优等突出问题，亟需在更多
民生领域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实施评估监管”的方式。这对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财政民生支出
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创新预算管理模式，实施“全面绩效管理”。绩效预算在我国已经提出
多年，虽然在实践中以项目绩效评价为主也取得一些成绩，但总体而言预算管理依然粗放，尤其是
民生财政支出尚缺乏统一规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随着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全面实施绩效管
理”的目标，这意味着全部公共部门、全部财政资金和预算全过程都要纳入绩效管理中。这为财政
民生支出项目全面绩效管理，从而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效率提供了良好契机。
结 论
民生导向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根本特征。教育、医疗、就业、社保、保障房等是新时代中国最重要
的民生问题，也是新时代中国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由此构成政府及其财政职能重点。当前需要加快
建立以民生支出为重点，以民生福祉为中心，并由此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的现代财政制度，这是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命题与时代要求。由此，除了进一步增加财政民生支出总量以外，
也要更加注重财政制度建设、优化财政民生支出结构和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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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Fiscal System Centered on Public Welfare
LIU Ye
(School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Being oriented towards public welfare is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modern fiscal system． It is
based on the epoch-making judgment that“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and the general
requirement that“promoting public welfare i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development”，articulated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t present，China needs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fiscal system centered on
public welfare． This is a realistic requirement for adapt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our country
in the new era． It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implementing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deology in the new
era，or the foundation and an important pillar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our country’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Moreover，it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two centennial goals”in the new era． Therefore，it is neces-
sary to not only further increase the total amount of public finances for public welfare，but also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scal system 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public finances for public welfare and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welfare expenditures．
Keywords: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a New Era，modern fiscal system，finance for public welfare，
public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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